
朱熹以道文观念为指导，于《楚辞集注》篇目

选择上遵循“性情”与“义理”兼得之原则，他在王

逸《楚辞章句》基础上，将屈原创作之二十五篇划

分为“离骚”类，而将宋玉、景差、贾谊、庄忌、淮南

小山等创作之八题十六篇作品划分为 “续离骚”
类，并将东方朔《七谏》、王褒《九怀》、刘向《九叹》
以及王逸《九思》等四篇删去，而增加贾谊《吊屈

原》、《服赋》两篇。

一、划分“离骚”类与“续离骚”类

朱熹将屈原的《离骚》、《九歌》、《天问》、《九

章》、《远游》、《卜居》、《渔父》等二十五篇定为五

卷，归为“离骚”类，将宋玉之《九辩》、《招魂》，景

差 之 《大 招 》，贾 谊 之 《惜 誓 》、《吊 屈 原 赋 》、《服

赋》，庄忌之《哀时命》以及淮南小山之《招隐士》
共十六篇定为“续离骚”类。 朱熹之所以这样去

区分，在于他认为“经”“传”有别，乃秉承孔颖达

之“凡 非 正 经 者 谓 之 传”的 主 张。 他 在《楚 辞 辩

证》中说：

洪氏目录《九歌》下注云：“一本此下皆有传

字。 ”晁氏本则自《九辩》以下乃有之。 吕伯恭《读

诗纪》引郑氏《诗谱》曰：“《小雅》十六篇、《大雅》
十八篇为正经。 ”孔颖达曰：“凡书非正经者谓之

传，未知此传在何书也？ ”按《楚辞》屈原《离骚》谓

之经，自宋玉《九辩》以下皆谓之传。 以此例考之，
则《六月》以下，《小雅》之传也；《民劳》以下，《大

雅》之传也。 孔氏谓凡非正经者皆谓之传，善矣；
又谓不知此传在何书，则非也。 然则吕氏实据晁

本而言，但洪、晁二本，今亦未见其的据，更当博

考之耳。 ［1］7

朱熹考证洪兴祖、吕伯恭、晁补之、孔颖达诸

说，但依然有些疑义，不知的确证据何在，但因朱

熹尊崇屈原，故而从孔颖达之说，尊屈原所作为

经，而后续者为传。 这在《朱子语类》中也有论及：

问：“分‘诗之经，诗之传’，何也？ ”曰：“此得

之于吕伯恭。 风雅之正则为经，风雅之变则为传。
如屈平之作《离骚》，即经也。 如后人作《反骚》与

《九辩》之类则为传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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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问为何要分《诗》之经、传，朱熹说此乃

从吕祖谦之观点，以风雅之正、变分为经、传，举

例如屈原之《离骚》即为经，而后人作便为传。
朱熹尊屈原文章为经，源于其道文观，因为

对屈原道德品行之尊重，所以推崇其文章，以为

典范他说：“原之为人，其志行虽或过于中庸而不

可以为法，然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 原之为书，
其辞旨虽或流于跌宕怪神、怨怼激发而不可以为

训，然皆生于缱绻恻怛、不能自已之至意。 虽其不

知学于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独驰骋于变

《风》、变《雅》之末流，以故醇儒庄士或羞称之。 然

使世之放臣、怨妻、去妇，抆泪讴唫于下，而所天

者幸而听之，则于彼此之间，天性民彝之善，岂不

足以交有所发，而增夫三纲五典之重？ 此予之所

以 每 有 味 于 其 言，而 不 敢 直 以‘词 人 之 赋’视 之

也。 ”［1］2 朱熹认为屈原之志行或有不合中庸之处，
但都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 其书都出于缱绻恻

怛、不能自已之至意，故而其辞赋不能仅仅看作

词人之赋，而应当作有补世教的教材。 屈原这种

诚心、至意就源于道，而屈原辞赋就是出于道的

诗文，故朱熹便认为《楚辞》与《六经》作用一样。
朱熹认为道与文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两个

部分，他在《读唐志》中论道：“欧阳子曰：‘三代而

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三代而下，治出

于二，而礼乐为虚名。 ’此古今不易之至论也。 然

彼知政事、礼乐之不可不出于一，而未知道德文

章之尤不可使出于二也。 ”［3］3373－3374 朱熹明确指出

“道德”与“文章”也是不可分离的。 这个“道”是以

三代圣贤之伦理道德为楷模，其实指向作文者之

道德品行。 他说：“夫古之圣贤，其文可谓盛矣，然

初岂有意学为如是之文哉？ 有是实于中，则必有

是文于外， 如天有是气则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
地有是形则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 圣贤之心，既

有是精明纯粹之实以旁薄充塞乎其内，则必著见

于外者，亦必自然条理分明，光辉发越不可掩盖，
不必托于言语、著于简册，而后谓之文，但自一身

接于万事，凡其语默动静，人所可得而见者，无所

适而非文也。 姑举其最而言，则《易》之卦画、《诗》
之歌咏、《书》之记言、《春秋》之叙事，与夫礼之威

仪、乐之节奏，皆已列为《六经》而垂万世，其文之

盛，后世固莫能及。 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岂无

所自来，而世亦莫之识也。 ”［3］3374 古者圣贤之文出

于道，譬如最经典之《六经》。 道与文统一不可分

割，但 相 比 较 而 言，道 是 文 的 根 本，道 具 有 本 源

性，文 为 派 生 性 的，有 道 才 有 文，“道 者，文 之 根

本；文者，道之枝叶。 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

文，皆道也。 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

是道。 ”［4］4314 这就是朱熹的道文统一但又以道为

根本的道文观。 朱熹对屈原之道德品行极为推

崇，便认为屈原文章出于“道”，朱熹曾亲自撰写

《修三闾忠洁侯庙奉安祝文》，据《文集》记载：

惟神为国上谋，遭馋放逐。 行吟憔悴，厥

有《离骚》。 长沙自沉，勇赴兹水。 遗祠锡号，
帝有愍书。 吏惰不供，神用弗宇。 乃今修奉，
亦既讫功。 敢馔灵神，敢陈椒醑。 唯神将鉴，
永奠厥居。 ［5］

此文描写屈原为国事而遭放逐，在行吟憔悴

时候作《离骚》，自沉湘水，勇气可嘉。 如今修供奉

之祠，让屈原神灵得屋宇以便居住。 又奉上酒水

美食，让神灵永远居住于此。
朱熹以为屈原之道德品行主要表现为“忠君

爱国之诚心”，因为忠君爱国，所以屈原之《楚辞》
从未怨君，这在《朱子语类》中有论及：

屈原一书，近偶阅之，从头被人错解了。
自古至今，讹谬相传，更无一人能破之者，而

又为说以增饰之。 看来屈原本是一个忠诚恻

怛爱君底人。 观他所作《离骚》数篇，尽是归

依爱慕，不忍舍去怀王之意。 所以拳拳反复，
不能自已，何尝有一句是骂怀王。亦不见他有

偏躁之心，后来没出气处，不奈何，方投河殒

命。 而今人句句尽解做骂怀王， 枉屈说了屈

原。 只是不曾平心看他语意，所以如此。 ［4］4241

朱熹认为屈原是一位忠诚恻怛爱君之人，在

《离骚》等篇中，都是缱绻爱慕、恋恋不舍之意，没

有一句骂怀王。 最后楚国灭亡，屈原投河殒命，是

无奈之举。 而今解说为骂怀王，实属误解。 朱熹以

为《九歌》篇也是托神为君，而非怨君。 他说：

《楚词》 不甚怨君。 今被诸家解得都成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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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不成模样。 《九歌》是托神以为君，言人间

隔，不可企及，如己不得亲近于君之意。以此观

之，他便不是怨君。 至《山鬼》篇，不可以君为山

鬼，又倒说山鬼欲亲人而不可得之意。 今人解

文字不看大意，只逐句解，意却不贯。 ［4］4288－4289

由此观之，朱熹将屈原所作二十五篇划分为

“离骚”类，将宋玉等十六篇归为“续离骚”类，实

乃出于对屈原忠君爱国之道德行为的尊崇。

二、删去《七谏》、《九怀》、《九叹》、《九思》

朱熹持道文统一说，故考察朱熹删去《七谏》
等四篇，须先考虑此四者之道德品行。

《七谏》为东方朔所作。 东方朔字曼倩，乃汉

武帝时文学侍臣，为人机智幽默，谈吐诙谐，雄辩

滔滔，应答如流。 据《史记·滑稽列传》记载，东方

朔“以好古传书，爱经术，多所博观外家之语”［6］。
武帝数次召前谈论，其幽默滑稽皆令皇帝开心不

已。 但其行为放诞，尝娶长安女子为妻，一年一

换，所 赐 钱 财 皆 打 发 弃 妇，当 时 之 人 呼 之 为“狂

人”。又据班固《汉书》记载，他曾多次谏议武帝，如

武帝欲辟南山为上林苑，东方朔就谏议不可。武帝

宠信男宠董偃，东方朔指出董偃败坏风俗，应该杀

之。 “朔虽诙笑，然时观察颜色，直言切谏，上常用

之。 自公卿在位，朔皆敖弄，无所为屈。 ”［7］2860 但班

固又引用扬雄之言， 指明东方朔之言过其实、放

诞任性的一面，认为其文辞浅薄，不足称道，“而

扬雄亦以为朔言不纯师，行不纯德，其流风遗书

蔑如也。 ”［7］2873 其赋作《七谏》，缅怀屈原，追思贤

主，全赋有七个部分：初放、沉江、怨世、怨思、自

悲、哀命、谬谏。 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说：

《七 谏》者，东 方 朔 之 所 作 也，谏 者，正

也，谓陈法度以谏正君也。 古者人臣三谏不

从，退而待放，屈原与楚同姓，无去之义，故

加为《七谏》，殷勤之意，忠厚之节也。 或曰，
《七谏》者，法天子有争臣七人也。 东方朔追

悯屈原，故作此辞，以述其志，所以昭忠信矫

曲朝也。 ［8］74

王逸认为，古者人臣三谏而君不从，便退而

等待放逐，而屈原乃与楚王同宗，故无离去之理，
东方朔用《七谏》为题，谏之次数愈多，更能体现

屈原之殷勤、忠厚。
《九怀》为王褒所作。 王褒字子渊，汉宣帝时

谏议大夫。 朝廷修撰武帝时之典章制度，征召能

讲论六艺群书、讽诵《楚辞》之人，王褒与刘向、张

子侨、华龙、柳褒等人一起待诏金马门。 “初，上闻

褒有俊才，召见，使为《圣主得贤臣颂》。 ”［9］宣帝数

次与王褒等人一起狩猎，所到宫馆，便命他们作

赋歌颂，品论高下，以便赏赐金帛。 议论者多认为

这是淫靡奢侈，宣帝不以为然，认为“辞赋大者与

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譬如女工有绮榖，音乐

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悦耳目，辞赋比之，尚

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

矣。 ”［10］正因为皇帝倡导辞赋，王褒便由此被提拔

为谏议大夫。汉宣帝好神仙，公元前 61 年，曾派遣

王褒去求取金马碧鸡之神灵。其后，皇太子身体欠

安，王褒为其诵读辞赋，太子得愈。 太子本人非常

喜欢听王褒诵读《甘泉赋》与《洞箫赋》，王褒离开

后，竟然命令后宫左右都去诵读。 由此可知，王褒

乃皇帝文学侍从，所作多为娱情悦目之属。
王褒赋作《九怀》，仰慕屈原文采，感叹其遭

遇 不 幸，全 赋 有 九 个 部 分：匡 机、通 路、危 俊、昭

世、尊嘉、蓄英、思忠、陶壅、株昭。

《九怀》者，谏议大夫王褒之所作也。 怀

者，思也，言屈原虽见放逐，犹思念其君，忧

国倾危而不能忘也。 褒读屈原之文，嘉其温

雅，藻采敷衍，执握金玉，委之污渎，遭世浑

浊，莫之能识，追而愍之，故作《九怀》，以裨

其词，史官录第，遂列于篇。 ［8］88－89

王逸以为，“怀”为思念，此篇述写屈原虽然

放逐，但仍然忧国而无法忘怀。 王褒阅读屈原之

文，被其辞采所折服，追悯其遭遇，而作《九怀》。
通读《九怀》，可知此篇辞句华丽、词气温雅，可以

愉悦耳目，畅适性情。
《九叹》为刘向所作。 刘向为汉高祖刘邦弟楚

元王刘交之四世孙，家学底蕴深厚，年少时即博

览群书。 汉宣帝召见刘向与王褒、张子侨等为文

学侍臣，讲诵经书。 刘向历宣帝、元帝、成帝三朝，
曾几次下狱，多次上奏章，谏诤言事，以阴阳灾异

朱熹《楚辞集注》篇目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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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附现实朝廷政事。 宣帝时候，刘向因铸造伪黄

金事下狱。 元帝时候，中书宦官弘恭、石显弄权，
刘向与朝中忠直大臣萧望之、周堪等欲罢退此二

人，语泄下狱。 出狱后，刘向上书皇帝为萧望之辩

解，因 而 更 加 得 罪 弘 恭、石 显 二 人，遂 被 免 为 庶

人。 汉成帝即位，诛杀石显，复用刘向，刘向数次

奏议皇帝，迁为光禄大夫。 刘向位居大夫近三十

年，一直谏议皇帝抑制外戚王氏专权，然皇帝终

不肯用其言。 刘向死后十三年，王莽篡汉。 汉成帝

命令刘向整理经书，刘向分《楚辞》为十六卷，《汉

书·艺文志》著录其赋作有三十三篇，今仅存《九

叹》一篇，全赋有九个部分：逢纷、离世、怨思、远

逝、惜贤、忧苦、愍命、思古、远游。 王逸说：

《九叹》者，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刘向

之所作也。 向以博古敏达点校经书， 辩章旧

文，追念屈原忠信之节，故作《九叹》。叹者，伤

也，息也，言屈原放在山泽，犹伤念君，叹息无

已，所谓赞贤以辅志，骋词以曜德者也。 ［8］93－94

王逸认为，刘向在点校经书之际，追念屈原

忠信节操，所以作《九叹》，叹息屈原被放逐，仍然

思念君王，王逸指出刘向是借赞诵前贤来托显志

向，驰骋词章来显曜德行。
朱熹晚年与弟子讲学，喜欢将汉儒董仲舒与

刘向相比较，认为刘向文风较平实，也指出他本

人虽博学广闻，但对大道研究不深。 这在《朱子语

类》中可见：

仲舒文实。 刘向文又较实，亦好，无些虚

气象；比之仲舒，仲舒较滋润发挥。 ［4］4291

汉儒董仲舒较稳。 刘向虽博洽而浅，然

皆不见圣人大道。 ［4］4202

《九思》为东汉王逸所作，《后汉书》记录王逸

极为简略，徒著其著作《楚辞章句》通行世间。 从

王逸自作《九思》序中，也可窥见其作赋之心态。

《九思》者，王逸之所作也。 自屈原终没

之后，忠臣介士游览学者读《离骚》、《九章》
之文，莫不怆然，心为悲感，高其节行，妙其

丽雅，至刘向、王褒之徒，咸嘉其义，作赋骋

词以赞其志，则皆列于谱录，世世相传，逸与

屈原同土共国，悼伤之情与凡有异，窃慕向、
褒之风，作颂一篇，号曰《九思》，以裨其辞。
未有解说，故聊训谊焉。 ［8］108－109

王逸认为，屈原之后，忠臣介士读其文，皆悲

戚怆然涕下，为屈原之高雅节操、妙丽文采所折

服，刘向、王褒就曾仿作以托显志向，被载入史册

并代代相传，而自己与屈原同乡，悲悼之情感自

然与凡俗不同，故而效仿刘向、王褒做法，也作赋

一篇。 这里王逸明显说出自己作《九思》之目的，
就是追慕屈原之风，效法刘、王，以便名留后世。

综上，可知东方朔是在为皇帝排忧逗笑中寄

托追思而作《七谏》；王褒是在为皇帝歌功颂德中

倾慕屈原文采而续《九怀》；刘向是在奉命点校经

书 整 理《楚 辞》时 而 赋《九 叹》；王 逸 是 想 效 仿 王

褒、刘向之做法从而名留史册而著《九思》。 此四

者都是仰慕屈原之风，而续仿其义，并未结合自

身之遭际进行创作，故朱熹对其表示不满，认为

这是无病呻吟。 他在《楚辞辩证·上》中说：
《七谏》、《九怀》、《九叹》、《九思》， 虽为

骚体，然其词气平缓，意不深切，如无所疾痛

而强为呻吟者。 就其中《谏》、《叹》犹或粗有

可观，而王则卑已甚矣。 故虽幸附书尾，而人

莫之读，今亦不复以累篇帙也。 ［1］172

朱熹认为东方朔、王褒、刘向、王逸的四篇作

品在形式上为骚体，可是内容或远于性情，或意

义并不深切，有如无病呻吟，非兼得“性情”与“义

理”之作。 其实这里朱熹所斥的无病呻吟就是针

对这四篇的作者没有屈原那种遭际，也就没有屈

原那种道德品行， 故而这四篇辞赋自然就没有屈

原那种深切而呼唤苍天、 疾痛而呼喊父母之幽蹙

怨慕。 朱熹在《楚辞辩证·下》中再次强调说：“王逸

所传《楚辞》篇次，本出刘向。其《七谏》以下，无足观

者，而王褒为最下，余已论于前矣。 ”［1］206 这四篇又

有不同，其中《七谏》、《九叹》还可供一览，联系东方

朔、刘向之德行，也可理解。 此二人都多次谏议皇

帝，但不为所用。 但王褒就不同，为帝王文学侍从，
所作又温婉妍丽，朱熹便认为其词气卑下，尤其不

便著录。 此四篇虽然附于书尾，但人们并不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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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删去。 朱熹在道为文先之思想指导下，本着“性

情”与“义理”兼得之原则，毅然删去此四篇。

三、增入《贾谊》之《吊屈原赋》、《服赋》

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自屈原沉汨

罗 后 百 有 余 年，汉 有 贾 生，为 长 沙 王 太 傅，过 湘

水，投书以吊屈原。 ”［11］2491 屈原死后百余年，贾谊

遭馋被贬，感叹自己遭遇，著文凭吊屈原，《史记》
将贾谊与屈原合传。 贾谊少时，便才华横溢，十八

岁以能诵《诗》、《书》，闻名郡中，后经人举荐，汉

文帝召为博士，于诸博士中，贾谊才二十余岁，最

为年少。 文帝诏议，诸生不能应对，独贾谊表现出

众，汉文帝大悦，一年之中即迁升贾谊至太中大

夫。 贾谊上谏文帝“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

名，兴礼乐”［11］2492，是时，文帝初即位，诸律令之所

出，各诸侯之就国，其说皆从贾谊所发，于是文帝

召议以贾谊为公卿，而朝中大臣如周勃、灌婴、张

相如、冯敬皆谮毁之，文帝乃贬谪贾谊为长沙王

太傅。 长沙路远地湿，贾谊以为自己命当不久，路

过湘水，感叹自己遭馋被贬，作《吊屈原赋》。
贾谊寓居长沙三年，一天，有服鸟飞入贾谊

之 宅，服 鸟 似 鸮，为 不 祥 之 鸟，贾 谊 托 服 鸟 以 自

况，作《服赋》。 一年后，贾谊重被文帝召见并询问

鬼神之事，竟然至夜半方罢。 唐人李商隐有诗句

讥讽道：“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

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文帝以为贾谊

不过如此，乃复贬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骑马摔

死，岁余，贾谊也郁郁而终，终年三十三岁。
又据《汉书》，贾谊多次上书谏议政事，当时

诸侯王族僭越礼制，贾谊奏议削弱诸侯。 后，大臣

周勃被告谋反，下狱，经查，无罪释放，贾谊以此

讥文帝，文帝感其言，后待大臣有礼有节。 班固引

刘向之言称赞贾谊：“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
其 论 甚 美，通 达 国 体，虽 然 古 之 伊、管 未 能 远 过

也。 使时见用，功化必盛。 为庸臣所害，甚可悼

痛。 ”［12］贾谊赋作《吊屈原赋》、《服赋》，《史记》、
《汉书》全文著录。

朱熹晚年讲学，经常论及贾谊其人、其学及

其书，指出贾谊根底乃战国纵横家之学，但因其

所见道理明澈，故说的好，对贾谊表现出敬意。

贾谊之学杂。 他本是战国纵横之学，只

是较近道理，不至如仪秦蔡范之甚尔。 他于

这边道理见得分数稍多，所以说得较好。 然

终是有纵横之习，缘他根脚只是从战国中来

故也。 ［4］4239－4240

朱熹还经常将贾谊与晁错、 董仲舒等人文

章相比较，认为贾谊文字典实。

汉初贾谊之文质实。 晁错说利害处好，
答制策便乱道。 董仲舒之文缓弱，其答贤良

策，不 答 所 问 切 处；至 无 紧 要 处，有 累 数 百

言。 东汉文章尤更不如，渐渐趋于对偶。 ［4］4291

由上可知，贾谊作《吊屈原赋》、《服赋》，乃因

事而赋，有感而发，作品结合自身处境，追悼屈原

遭际，所以读来能感人至深。 而此两篇，非长篇巨

制，乃短小精炼，言简而思深，在篇幅、形式及内

容上皆不同于《七谏》、《九怀》、《九叹》、《九思》这

四篇之续屈原意，故被朱熹极为推崇，认为贾谊

之辞赋代表西汉时期最高水平。
朱熹对贾谊之推崇，也表现在对《惜誓》一篇

作者之认定上，朱熹以为非贾谊而不能作。 他说：

《史》、《汉》于《谊传》独载《吊屈原》、《服

鸟》二赋，而无此篇，故王逸虽谓“或云谊作，
而怀疑不能明”， 独洪兴祖以为其间数语与

《吊屈原》词指略同，意为谊作亡疑者。今玩其

辞，实亦瑰异奇伟，计非谊莫能及，故特据洪

说，而并录《传》中二赋，以备一家之言云。 ［1］153

对于《惜誓》一篇，王逸以为贾谊所作，又怀

疑不是，而洪兴祖考察词句，认为乃贾谊之作无

疑义，朱熹从洪氏说，认为其文辞瑰伟，非贾谊莫

能及此。 朱熹对贾谊赋作之推崇，在《楚辞辩证》
中也有明白表述：

贾傅之词，于西京为最高，且《惜誓》已

著于篇，而二赋尤精，乃不见取，亦不复晓，
故今并录以附焉。 ［1］172

朱熹《楚辞集注》篇目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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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熹 认 为 贾 谊 之 赋 作 代 表 西 汉 最 高 水 平，
《惜 誓》一 篇 王 逸、洪 兴 祖 已 经 选 取，而《吊 屈 原

赋》、《服赋》这两篇精良之作，却未收入，甚是可

叹，故将其并录入，以备一家之言。 他说：

独贾太傅以卓然命世英杰之材， 俯就骚

律，所出三篇，皆非一时诸人所及。 而《惜誓》
所谓“黄鹄之一举兮，见山川之迂曲。再举兮，
睹天地之圆方”者，又于其间超然拔出言意之

表，未易以笔墨蹊径论其高下深浅也。 ［1］206

朱熹认为贾谊才华卓绝，三篇赋作都是其同

时人所莫及，其中《惜誓》句意超然拔俗，而篇意

以悼念屈原自喻，朱熹在《吊屈原赋》序言上说：

谊追伤之，投书以吊，而因以自喻，后之

君子，盖亦高其志，惜其才，而狭其量也。 ［1］157

朱熹对贾谊之崇敬，依然是从他的道文观念

去理解的，所以他不甚认同司马迁对贾谊文章之

批评，而予以辩驳，他说：

史公读之，叹其同生死，轻去就，至为爽

然自失。 以今观之，凡谊所称，皆《列御寇》、
庄周之常言，又为伤悼无聊之故，而籍之以

自诳者，夫岂真能原始之反终，而得失朝闻

夕死之实哉！ 谊有经世之才，文章盖其余事，
其奇伟卓绝，亦非司马相如辈所能仿佛。 而

扬雄之论，常高彼而下此，韩愈亦以马、扬侧

于孟子、屈原之列，而无一言以及谊，余皆不

能识其何说也。 是以因序其赋，而并论之，以

俟后之君子云。 ［1］159－160

朱熹认为， 贾谊以经世致用为主要任务，而

文章乃业余所为，他在《服赋》中用老庄之语，就

不能简单加以否定， 贾谊绝非司马相如那一类

人， 而扬雄无见识地认为司马相如比贾谊高，以

及韩愈竟然将司马迁、扬雄与孟子、屈原相提并

论而只字不提及贾谊等做法， 这是无法理解的。

所以朱熹在其赋序中，将贾谊其人其书一并加以

议论，以启发后世之君子。 其实，朱熹推崇贾谊，
还是推崇他的道德品行方面。

结 语

作为理学家的朱熹，在其文学思想上依然无

法摆脱以道为本、以文为末的观念，他首要关注

的不是文章背后的道，而是作文者之道，也就是

作文者是否有圣贤之道德，他推崇之赋作，其作

者之道德也定是合乎儒家伦理典范的，否则便认

为是无病呻吟之作，未能兼得“性情”与“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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